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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所有制结构变迁中

的劳动力流动: 1978 － 2010 年

代 谦 田相辉*

摘要: 中国的改革开放伴随着非公有制经济的兴起，而非公有制部门的发展需要大
量的劳动力，因而所有制结构的变化在某种程度上决定着劳动力流动的方向和规模。本
文基于 2010 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修正后的城乡各种所有制部门就业数据，计算了城乡
所有制部门间劳动力流动系数，探讨了所有制结构变迁中的劳动力流动。我们的计算发
现劳动力在各所有制部门之间的流动与所有制结构变迁一致: ( 1) 城镇公有制部门对农
村劳动力始终是封闭的，流入城镇的农村劳动力主要流向了城镇民营经济部门; ( 2) 乡镇
企业的兴衰决定着劳动力向乡镇企业部门的流动; ( 3) 国有企业改革进程决定着城镇公
有制部门冗员的释放; ( 4) 城镇民营经济部门和城镇现代企业部门先后成为国有企业冗
员最主要的流向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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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对中国劳动力流动问题，各界往往集中讨论中国劳动力流动的影响因素和后果、户籍制度与中国劳动力

流动的关系、中国劳动力流动与刘易斯拐点的关系等等，很少有人关注中国劳动力流动背后的所有制结构变

迁与劳动力流动本身的内在联系。
毋庸置疑，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与产业结构的变迁、经济地理的演变紧密联系在一起，而在这种变迁中，

以非公有制经济的兴起为主要特征的所有制结构调整则是这种演变的核心。由于中国特殊的国情，非公有

制经济的发展很难从公有制部门内部和政府部门获得发展的资源，而劳动力的大规模流动意味着公有制经

济对资源的垄断被打破，意味着非公有制经济能够在体制外获得自身发展所必需的经济资源，意味着经济资

源在不同所有制部门间的重新配置。进一步说，中国劳动力流动反映了中国所有制改革的变迁，因此对劳动

力流动的考察就不能够忽略所有制结构因素，甚至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所有制结构的变化实际上决定了中国

劳动力的基本流向。
如果需要客观科学地评估劳动力流动背后的所有制因素，科学合理地计算劳动力的流动系数是分析的

第一步，这也是本文的主要目的。基于 2010 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修正后的城乡各种所有制部门就业数

据，本文逐年计算了劳动力在各所有制部门间的流动系数，这一计算更能够让我们看清楚所有制结构变迁对

劳动力流动的决定作用。本文将如下安排: 第二部分是中国经济社会转型过程中城乡劳动力流动的相关文

献综述; 第三部分详细介绍了所有制部门间劳动力流动系数的内涵及其计算方法; 第四部分对测算劳动力流

动系数所用的数据、数据处理以及相关假定做了说明; 第五部分和第六部分分别从三个部门和六个部门两个

层面，利用 2010 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修正后的城乡各种所有制企业就业数据进行劳动力流动系数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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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并以此来分析各种所有制部门吸纳就业的能力和发展趋势; 最后为结论部分。

二、文献综述

经济学家们很早就对发展中国家的人口流动进行了系统的分析( Lewis，1954; Todaro，1969，1970) 。遵循

成本 － 收益分析的思路，Sjaastad( 1962) 为劳动力流动研究提供了规范的成本 － 收益均衡分析框架，他把移

民看成是一项具有成本和收益的人力资源投资。Todaro( 1980) 结合自己的就业概率和成本 － 收益分析的思

路，考虑了城乡关系、教育和距离等对信息流的影响，进一步完善了劳动力流动的成本 － 收益均衡分析框架。
Lucas( 2004) 则从人力资本积累的角度来解释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流动。新移民经济学( The New Economics
of Labor Migration，NELM) 基于不完全市场理论把移民的研究视角由个体决策转向了集体( 家庭) 决策，对劳

动力流动中的移民风险、流动性限制和不完全信息做了较为细致的研究( Stark and Bloom，1985; Stark and
Taylor，1991) 。新经济地理学( New Economic Geography，NEG) 则利用本地市场效应、市场准入以及空间集聚

等经济地理因素进一步分析了工资差距在劳动力要素流动中的作用机制( Krugman，1980; Hanson，2005;

Fujita，et al． ，1999) 。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大规模的人口流动，一方面具有发展中国家人口流动的一般特点，这些表征能够由经

典的人口流动理论来解释( Zhu，2002; Zhao，2003; 等等) ; 另一方面，中国的国情和特殊的制度因素始终制约

和影响着中国的劳动力流动，这些特有的制度因素使得中国劳动力流动无法直接套用经典理论。在这些制

度因素中，户籍制度以及以户籍制度为核心的城乡分割、区域分割的配套政策最受学者们和政府部门关注。
一般来说，理解劳动力流动中的种种制度扭曲是经济学家们理解分析中国经济体制转轨和社会转型的一个

缩影，而体制改革的进展和改革的反复都影响着劳动力流动的结果和特点( 蔡昉，2001) 。
束缚劳动力自由流动的制度障碍和抑制性的政策，主要是通过以户籍登记制度为核心的一整套劳动就

业制度、生活资料配给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以及严密的社会管理网络体系来实现的。这一制度与其他行政

分割、城乡分割的制度互为补充，对中国的劳动力流动产生了根本性的影响。经济学家们发现不仅户籍制度

本身严重阻碍了中国的乡城劳动力流动( 邓曲恒、古斯塔夫森，2007) ，政府的公共品供给、行政边界对中国

的劳动力流动也产生了根本性的阻碍作用( 夏纪军，2004; Li，2010; 等等) 。
对于这种分割的一种解释是: 城市居民为了维护既得利益，通过影响地方政府的政策制定过程，帮助形

成了排斥外地民工的歧视性就业政策，造成劳动力市场的分割( 蔡昉，2000 ) 。陈钊和陆铭( 2008 ) 也认为城

乡分割的经济政策的演变是倾向城市居民利益的决策结果，只有改变这种从城市利益出发、由城市单方面制

定人口流动政策的局面，从城乡分割到城乡融合的转变才能够实现。Zhang( 2010) 基于微观迁移调查数据，

用生存分析计量方法证实了制度性歧视确实导致了移民工作机会的减少，搜寻和失去工作的成本增加。孙

文凯等( 2011) 对 2003 － 2006 年期间发生的大中城市户籍制度改革的效果进行了检验，通过双差回归方法

( Difference in Difference) ，分析了户改对农村劳动力流动总量和流动方向的影响，发现在此期间，很少有证

据显示户籍制度改革对短期劳动力流动产生了显著影响，这意味着当前的户籍制度改革在引导农村劳动力

流动方面的作用有限，户籍制度改革严重滞后。
虽然现实中劳动力流动的潮流无法阻挡，但近些年来“民工荒”现象的出现使得人们重新审视中国的劳

动力流动问题: 人们纷纷猜测“民工荒”的出现是否预示着理论上所说的“刘易斯拐点”的到来? 蔡昉( 2007)

通过梳理关于劳动力市场发育和就业状况的统计数据，并结合微观调查数据，采取直接观察的方法，做出农

村剩余劳动力大幅度减少的判断。蔡昉( 2010) 通过对中国人口转变结果及其经济影响的分析，认为我国面

临人口红利 式 微 和 刘 易 斯 转 折 点 已 经 到 来。Knight 等 ( 2011 ) 利 用 2002 年 和 2007 年 CHIPS ( Chinese
Household Income Project Series) 数据，用刘易斯模型分析了当前极富争议的“民工荒”和大量农村剩余劳动

力并存的经济现象，认为由于制度原因，这两种现象会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共存。而范剑勇和张雁( 2009 )

基于新经济地理学模型，认为现阶段中国处于“刘易斯拐点”阶段仅是表面现象，是制度性因素引起的，即劳

动力跨区域流动障碍是造成沿海地区劳动力短缺的重要原因。这一发现意味着，中国前一阶段出现的劳动

力供给不足仅是一个表面现象，深层次的原因是户籍、社会保障等制度改革的滞后。
户籍制度是阻碍劳动力流动的核心制度之一，内生于中国的制度结构，反映着中国特定的制度结构和制

度环境。在所有的制度结构中，所有制结构是所有制度的核心。中国的产业结构、资源配置、收入分配等等

制度都受制于所有制结构。劳动力的流动表面上与户籍制度直接相关，反映着产业结构和经济地理结构的

变化，实际上劳动力流动的背后是所有制结构的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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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制结构的调整变化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体制变化的核心，其变化包括所有制结构和所有制实

现形式两方面的变化。就我国经济改革现实来讲，我国经济体制的一切重要变化，均可以在所有制变化上找

到制度性的解释。在所有制结构变化中最为突出的则是非国有经济比重的上升( 刘伟、李绍荣，2001) ，而国

有经济本身则改革滞后。非国有经济的快速增长，改变了我国国民经济的所有制结构，推动了产业结构的演

变与升级，从而改善了国民经济的整体效率( 沈坤荣，1999) 。
所有制结构的变迁，必然会影响着劳动力流动。可以说，劳动力的流动是所有制结构松动的一种表现:

首先，劳动力在产业间的流动是中国产业结构发生变动的体现，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兴起必然需要吸纳大

量的劳动力; 其次，劳动力在地理上的流动，实际上反映了中国改革的地理分布，沿海省份得改革之先，经济

起飞，从中西部省份吸纳了大量的劳动力; 最后，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兴起，沿海省份经济的发展，背后都

是非公有制经济的快速增长，劳动力在产业层面和地理上的流动，反映了公有制经济垄断的松动，体现了所

有制结构的变化。
虽然经济学家们开始注意到劳动力流动背后的所有制问题，如周靖祥和何燕( 2009) 分析了城镇所有制

结构变迁对农村劳动力“吸纳”及区域经济增长方面的作用，但从总体上来说劳动力流动背后所有制结构的

因素并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从所有制结构的层面上重新审视改革开放以来的劳动力流动，对我们在制度

层面上把握中国劳动力流动的历史和现实，重新理解与中国产业结构变迁和经济地理变迁紧密伴随的劳动

力流动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

三、计算方法

本文将构造严格的计算方法，利用现有成系统的时间序列数据，计算中国劳动力在城乡所有制部门间的

流动。
假设经济中有 n 个所有制部门，在第 t 年，每个所有制部门的劳动力配置由如下方程决定。

at－1
11 x1t －1 + … + at－1

i1 xit－1 + … + at－1
n1 xnt－1 = x1t － θ1t·ΔLt


at－1
1j x1t －1 + … + at－1

ij xjt －1 + … + at－1
nj xnt－1 = xjt － θ jt·ΔLt


at－1
1n x1t －1 + … + at－1

in xit－1 + … + at－1
nn xnt－1 = xnt － θnt·ΔLt

s． t． ∑ n

j = 1
at－1
ij = 1，j∈ 1，[ ]n

( 1)

其中 xit 为第 i 个所有制部门 ( i ∈［1，n］) 在第 t 年的劳动力总量，ΔLt 为第 t 年的劳动力自然增量。

θit =
xit－1

∑ n

j
xjt －1

代表第 t 年新增的劳动力分配到第 i 个部门的比例; 为计算简便，我们假定这一比例由上一年

劳动力在各部门间的分布比例决定。at－1
ij 为劳动力流动系数，代表第 t － 1 年所有制部门 i 的劳动力在第 t 年

流入到所有制部门 j( j∈［1，n］) 中的比例，显然 at－1
ij ∈［0，1］。

方程组( 1) 横列表明每年所有制部门 j 中的劳动力扣除掉劳动力的自然增长之后，等于从各所有制部门

的劳动力流入之和。例如，方程组( 1) 第一个方程表明了劳动力从各所有制部门向第 1 所有制部门的流动

情况。方程的右边是在扣除掉劳动力的自然增长之后，所有制部门 1 在第 t 年的劳动力总量。而方程的左

边则反映了从各个所有制部门中流入的劳动力，具体来说: 由于 x1t －1 为第 1 所有制部门在第 t － 1 年的劳动

力，at－1
11 x1t －1 则反映了第 1 所有制部门从 t － 1 年到 t 年留在第 1 所有制部门的劳动力，而 at－1

i1 xit－1 代表所有制

部门 i 从 t － 1 年到 t 年流入到第 1 所有制部门的劳动力。而各个所有制部门( 从所有制部门 1 到所有制部

门 n) 流入到所有制部门 1 的劳动力之和应该等于所有制部门 1 扣除劳动力自然增长之后的劳动力。
方程组( 1) 的纵列，反映了所有制部门 i 劳动力在各所有制部门中的分布。例如，第 1 列反映了所有制

部门 1 的劳动力在各所有制部门中的分布情况: at－1
11 x1t －1 表明了 t － 1 年所有制部门 1 的劳动力在 t 年有多少

分布在所有制部门 1 中，而 at－1
1j x1t －1 则表明 t － 1 年所有制部门 1 的劳动力在 t 年分布在所有制部门 j 中的数

量。

很明显，方程组( 1) 的约束条件∑ n

j = 1
at－1
ij = 1( j∈［1，n］) 实际上有 n 个。这一约束条件意味着: 对于部

门 i 的劳动力而言，其在下一年里向其他所有制部门流入劳动力的流入系数之和应该为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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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程组( 1) 及其约束条件是本文的核心方程组。而每年的 aij 则是我们需要求解的系数，它反映了劳动

力从所有制部门 i 向所有制部门 j 的流动情况。很明显，当 at
ij = 0 代表在第 t 年，劳动力并没有从所有制部

门 i 流动到所有制部门 j，而 at
ii = 1 代表在第 t 年所有制部门 i 的劳动力全部留在本所有制部门，所有制部门

i 并没有劳动力的流出。
对于方程组( 1) 而言，一共有 n × n 个未知数，n 个方程，n 个约束条件。在具体的计算中，我们一方面利

用直观的劳动力流动信息直接设定 at
ij 的值为 0 或为 1，以减少我们需要求解的未知数的数量。另一方面，我

们假定劳动力的流动系数在短时间内保持不变，即劳动力的转移从第t － 1年到第 t 年和从第 t 年到第t + 1年

间保持不变，这样的假定实际上增加了方程数量。

四、计算细节

( 一) 数据说明

我们从 2001 年和 2011 年《中国统计年鉴》中收集整理了中国 1978 － 2010 年劳动力分所有制部门的就

业数据。《中国统计年鉴》中劳动力的城乡分布是按照城乡所有制部门划分的，包括城镇国有单位、城镇集

体单位、城镇股份合作单位等 13 个部门，此外根据城镇劳动力和乡村劳动力的余项，我们推算出农业劳动力

和城镇其他部门的劳动力水平。我们根据这 15 项分类各自的性质，按照研究需要，将它们统一分为 3 类和
6 类，具体的分类如下:

表 1 劳动力就业部门的划分( 3 类)

合并后的部门( 3 类 A) 合并前的部门 合并后的部门( 3 类 B)

农业部门

乡镇企业部门

农业部门①

乡镇企业

乡村私营企业

乡村个体

乡村所有制部门

国有单位

集体单位
城镇公有制部门②

城镇所有制部门

股份合作单位

联营单位

有限责任公司

股份有限公司

港澳台商投资单位

外商投资单位

私营企业

个体

城镇其他部门③

城镇非公有制部门

需要说明的是，三部门间的劳动力流动系数按照不同的标准( 第五部分将会详细说明划分的依据) 划为

两类。其中，三部门 A 中的部门间劳动力流动系数用字母 a 表示，三部门 B 中的部门间劳动力流动系数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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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中国统计年鉴》在“按城乡分的从业人员”中没有标出农业劳动力，我们根据乡村劳动力与分项乡村所有制部门之间
的差额来推算。

本文以《中国统计年鉴》的统计分类方法为基础进行合并处理。但是，严格意义上的公有制经济包括国有经济、集体经
济以及混合所有制经济中的国有成分和集体成分。

在分单位类型统计的就业人数和城镇全部就业人数之间有一个“差额”。这一差额没有在分所有制的劳动力统计中反
映出来，我们认为这一“差额”是各式各样的民营经济冲破公有制垄断的产物，蔡昉( 2007) 称这个差额为“就业余项”，认为这
个差额是解释就业增长和就业结构变化的重要部分) ，将这一“差额”命名为“城镇其他部门”，将之归于“民营经济”。同样农
村劳动力也出现了这一庞大的差额，这一差额实际上是农业部门的劳动力。



字母 r 表示，以示区别。

表 2 劳动力就业部门的划分( 6 类)
序号 合并后的部门 合并前的部门

1 农业部门( i1 ) 农业部门

2 乡镇企业部门( i2 )
乡镇企业

乡村私营企业
乡村个体

3 城镇公有制部门( i3 )
国有单位
集体单位

4 城镇现代企业部门( i4 )

股份合作单位
联营单位

有限责任公司
股份有限公司

5 外来投资部门( i5 )
港澳台商投资单位
外商投资单位

6 城镇民营经济部门( i6 )
私营企业
个体

城镇其他部门

表 2 中六个部门后面括号内用字母 i 表示六个所有制部门，六部门间的劳动力流动系数也用字母 a 表

示，在第六部分进行相关分析时我们同时标注了是在六个部门的情况下分析。
( 二) 先验系数的判定: 假定与相关系数

精确测度劳动力流动系数需要大量的约束条件，而现实中的统计数据基本上无法满足。根据中国劳动

力流动的现实，我们进行如下假定，这样也能够方便计算。
假定一:如果某部门的劳动力在扣除掉自然增长之外还有增加，则我们认为该部门的劳动力将全部留在

该部门，即 at － 1
ii = 1;该部门还要从其他部门吸纳劳动力。

由于不同的行业对劳动力的要求不尽相同，劳动力在进入新行业的时候，会招致额外的成本。这种成本

的存在使得劳动力在进行流动的时候，首先会考虑自己所熟悉的行业。劳动力的这种偏好，导致了这一假

定。
假定二:如果扣除自然增量后就业人口比上一年度减少，我们称之为有劳动力流出的部门;为了简化计

算，我们假定劳动力流出部门之间没有劳动力流动。at － 1
ij = at － 1

ji = 0，i≠j，其中 i和 j均为劳动力流出的部门。
假定三:根据我国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特征，假定城镇所有制部门的劳动力不会流向乡村所有制部

门①。
在具体的计算中，即便使用前面所述的假定，仍然会出现系数过多无法求解的状况。在这一情况下，我

们需要借助其他方法对劳动力的流动做事先的判断，此处我们利用城乡六个所有制部门的各年度就业增量

减去自然增量后的净增量为基础，计算六个部门的就业相关系数，根据部门间统计显著性，来判断部门间的

劳动力流动方向。我们认定，如果部门间的相关系数高度负相关，并且在统计上显著，那么就可以判定劳动

力流动的方向。在具体的计算过程中，我们以显著性水平的相对高低为标准。
全部样本数据的皮尔逊相关系数结果如表 3 所示: 与农业部门显著负相关的部门有乡镇企业部门和外

来投资部门; 与城镇公有制部门显著负相关的部门有城镇现代企业部门和城镇民营经济部门。需要强调的

是，城镇民营经济部门与农业部门的相关系数虽为正，但不显著; 这样我们在统计上并不认为城镇民营经济

部门是吸纳农业剩余劳动力的主要部门。
基于我国城乡所有制改革的阶段特征，本文将 1978 － 2010 年分为两个阶段分别考察部门间的相关系

数。第一阶段( 1978 － 1987 年) 以家庭联产承包经营责任制为主要内容的农村所有制结构调整为主要特征
( 如表 4 所示) ，而第二阶段( 1988 － 2010 年) 则以逐步深入进行城镇所有制结构改革为主要特征( 如表 5 所

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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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对于在我国转型期少数几个年份出现的劳动力从城镇大规模回流到农村的特殊经济现象，在实际计算中以异常值来处
理，此时，农业劳动力不会再流向城镇所有制部门，即 a11 = 1，a1i = 0，i≠1。



通过两个阶段的相关系数表格，我们发现乡镇企业部门在两个阶段一直是吸纳农业劳动力的主要部门，

而城镇民营经济部门也一直是吸纳城镇公有制部门冗员的主要部门。

表 3 全部样本数据的皮尔逊相关系数
所有制部门 i1 i2 i3 i4 i5 i6

i1 1． 0000

i2
－ 0． 8246*

( 0． 0000)
1． 0000

i3
－ 0． 2026

( 0． 2660)
0． 3191

( 0． 0750)
1． 0000

i4
－ 0． 3115

( 0． 0827)
－ 0． 0999

( 0． 5865)
－ 0． 5503*

( 0． 0011)
1． 0000

i5
－ 0． 5181*

( 0． 0024)
0． 1757

( 0． 3362)
0． 1416

( 0． 4396)
0． 4481*

( 0． 0101)
1． 0000

i6
0． 0089

( 0． 9613)
－ 0． 3400

( 0． 0569)
－ 0． 9116*

( 0． 0000)
0． 6828*

( 0． 0000)
0． 0659

( 0． 7199)
1． 0000

注:括号内为 P值; * 表示在显著水平 0． 05 上统计显著。
数据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 2001 年、2011 年) 中的城乡就业数据计算所得。

表 4 第一阶段样本数据的皮尔逊相关系数结果
所有制部门 i1 i2 i3 i4 i5 i6

i1 1． 0000

i2
－ 0． 9918*

( 0． 0000)
1． 0000

i3
0． 3524

( 0． 3523)
－ 0． 4668

( 0． 2052)
1． 0000

i4
－ 0． 5926

( 0． 0927)
0． 5646

( 0． 1132)
－ 0． 0425

( 0． 9136)
1． 0000

i5
－ 0． 4286

( 0． 2498)
0． 4172

( 0． 2639)
－ 0． 0526

( 0． 8931)
0． 5452

( 0． 1290)
1． 0000

i6
－ 0． 6059

( 0． 0837)
0． 6547*

( 0． 0557)
－ 0． 7143*

( 0． 0306)
0． 0532

( 0． 8919)
－ 0． 0583

( 0． 8816)
1． 0000

注:括号内为 P值; * 表示在显著水平 0． 05 上统计显著。
数据来源:同表 3。

表 5 第二阶段样本数据的皮尔逊相关系数结果
所有制部门 i1 i2 i3 i4 i5 i6

i1 1． 0000

i2
－ 0． 8159*

( 0． 0000)
1． 0000

i3
－ 0． 3639

( 0． 0805)
0． 4135*

( 0． 0446)
1． 0000

i4
－ 0． 2781

( 0． 1883)
－ 0． 0960

( 0． 6554)
－ 0． 4743*

( 0． 0192)
1． 0000

i5
－ 0． 5696*

( 0． 0037)
0． 3209

( 0． 1263)
0． 3880

( 0． 0610)
0． 2811

( 0． 1834)
1． 0000

i6
0． 1504

( 0． 4830)
－ 0． 4297*

( 0． 0361)
－ 0． 9088*

( 0． 0000)
0． 5953*

( 0． 0021)
－ 0． 2291

( 0． 2815)
1． 0000

注:括号内为 P值; * 表示在显著水平 0． 05 上统计显著。
数据来源:同表 3。

五、三部门计算结果

我们在这里重点分析劳动力主要流出部门: 农业部门和城镇公有制部门。劳动力从农业部门的流出反

映出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转移的特点; 而城镇公有制部门劳动力的流出则重点反映出中国所有制

结构的变迁。我们从乡村所有制部门和城镇公有制部门两个角度讨论中国的劳动力流动。
( 一) 农村所有制结构调整

中国改革从农村开始起步，家庭联产承包经营责任制的建立和完善，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突破了农村

单一的集体经济所有制结构，形成了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格局。农村劳动力的流出，一方面是发展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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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经济发展的普遍现象，另一方面也反映出中国所有制结构的变迁。具体来说，随着农村家庭联产承包经

营责任制的建立，农民获得了生产经营的自主权，释放了农业生产力，大量农业剩余劳动力基于市场理性开

始转向非农生产。基于我国城乡二元结构现实背景，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的途径主要有“离土不离乡，进厂

不进城”式的就地转移和“离土又离乡，进厂又进城”式的城市化转移。其中，农业剩余劳动力就地转移的主

要方向是乡镇企业、乡村私营企业和乡村个体企业。为了有效刻画这两种转移途径，我们依据方程组( 1) 构

建农业部门、乡镇企业部门和城镇所有制部门三个部门间劳动力流动方程组( 表 1 三部门 A) 。
图 1 说明了农业劳动力转移的方向和途径，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就是乡村和城镇所有制部门对农业劳

动力的吸纳情况。( 1) 在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90 年代中期和 21 世纪 10 年代中期出现了劳动力流动的高

峰; 进入 21 世纪以来，从劳动力流动系数来看，农业劳动力转移显现出加速转移的趋势，每年留在农业部门

的劳动力越来越少。( 2) 总体上来看，农业劳动力转移到乡村和城镇所有制部门的占比趋势都经历了先下

降后上升的过程，但前者波动的幅度明显大于后者。需要进一步强调的是在 2001 年之后，两条曲线基本上

保持平行增长的态势。( 3) 中国的乡镇企业部门兴起于 20 世纪 80 年代，在 20 世纪 80 年代和 90 年代，乡镇

企业是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主要吸纳部门; 但是伴随着乡镇企业的衰落，乡镇企业对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吸纳不

断减弱( 农业部课题组，2000; 于立、姜春海，2003) 。① ( 4 ) 乡镇企业部门对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吸纳减弱后，

城镇部门对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吸纳开始加强，并超越乡镇企业部门对剩余劳动力的吸纳。我们不禁想问，到

底是哪些城市部门吸纳了这些农村剩余劳动力?

说明: ( 1) aij代表所有制部门 i到所有制部门 j的劳动力流动系数，以下同; ( 2) 左纵轴表示农业部门劳动力留在本部门
的流动系数( a11 ) ，右纵轴为农业部门劳动力转移到乡村所有制部门的流动系数( a12 ) 和转移到城镇所有制部门的流动系数
( a13 ) 。

数据来源:同表 3。

图 1 农业劳动力转移到乡村和城镇所有制部门的占比趋势( 部门划分:三部门 A)

( 二) 城镇所有制结构调整

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深化，改革的主要阵地从农村转移到城市，其中国有经济布局调整和国有企业改

制是城镇所有制结构调整的重点。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

增强全民所有制大中型企业的活力是以城市为重点的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在这一改革过程中，

城镇国有和集体所有制部门的大量冗员被释放出来，城镇公有制部门成为重要的劳动力流出部门。城镇一

方面成为农村剩余劳动力流出的目的地，另一方面城镇公有制部门又有大量的冗员需要释放。城镇公有制

部门的劳动力流出是城镇所有制结构变革的体现。
毋庸置疑，城镇非公有制部门成为吸纳城镇公有制部门冗员最重要的部门。在农村剩余劳动力流向城

镇的同时，城镇内部所有制结构的变化也使得劳动力从城镇公有制部门流向城镇非公有制部门。据此，我们

依据表 1 中三部门 B 划分标准构造了乡村所有制部门、城镇公有制部门和城镇非公有制部门三个部门间劳

动力流动方程组。
同样，我们根据假定计算出相关的劳动力流动系数值，如图 2 所示。( 1) 城镇非公有制部门是城镇公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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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自 2001 年以来，以乡镇企业为主体的乡村所有制部门吸纳农业劳动力的能力却一直在增长。钟宁桦( 2011) 基于 1987
年到 2008 年 28 个省的面板数据分析发现，乡镇企业吸纳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能力在不断增长，而其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作用
却在递减，这也侧面反映了城乡二元结构体制依然顽固。这与文献综述部分相关学者的研究发现相一致( 蔡昉，2001;陈钊、
陆铭，2008) 。



制部门劳动力流动最主要的吸纳部门，城镇公有制部门转移到城镇非公有制部门的劳动力占比 r23和留在本

部门的占比 r22的走势基本相反，特别表现在 1985 年前后和 1997 年前后的波动。这说明了城镇公有制部门

释放的冗余劳动力基本上都转移到了城镇非公有制部门。而且在大部分时间段，r23 的值要大于 r13 的值，说

明了城镇非公有制部门主要吸收了来自城镇公有制部门转移过来的劳动力。( 2) 进入 21 世纪以来，城镇公

有制部门劳动力流出开始减缓，这一方面是因为公有制部门( 特别是国有部门) 在前期的改革中释放了大量

的冗员，另一方面也与近些年来国有企业改革放缓有关系。从图形中我们可以看到从 2006 开始 r13的值开

始高于 r23，而且 r23的值下降至 0。城镇公有制部门对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封闭又一次得到了证实，这也为城

乡分割文献做出了进一步的说明。( 3) 反观农村剩余劳动力流向城镇非公有制部门的劳动力流动系数 r13的

演变趋势则一直保持较为平稳，并没有出现与 r23此消彼长的态势。1995 年之前有平缓的下降趋势，1995 年

之后则缓慢的上升。这说明城镇劳动力和农村剩余劳动力两类劳动力市场彼此分割，两者并不存在严重的

冲突或者竞争，这也与相关文献的研究结果相一致( 袁志刚，2006; 钟笑寒，2006; Knight and Yueh，2009; 刘学

军、赵耀辉，2009) 。

说明: r22对应左坐标轴，r13和 r23对应右坐标轴。
数据来源:同表 3。

图 2 乡村所有制部门、城镇公有制部门转移到城镇非公有制部门的劳动力占比趋势( 部门划分:三部门 B)

六、六部门计算结果

如果我们想进一步知道农村劳动力到底流向了城镇哪些部门，城镇所有制结构的变化如何影响着农村

剩余劳动力的流动，城镇公有制部门释放的劳动力到底流向了哪些非公有制部门，城镇内部劳动力的流动反

映了什么样的城镇所有制结构的变迁? 显然对这些问题的回答需要更细的计算结果。
( 一) 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流动

毋庸置疑，城镇是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流出目的地之一; 在乡镇企业部门衰落之后，城镇部门吸纳农村剩

余劳动力的地位开始上升，从图 1 中我们可以明显看出这一点。我们想知道: 一是农村剩余劳动力到底流向

了哪些城镇部门? 二是城镇内部各个所有制部门对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吸纳反映了什么样的所有制结构变

迁? 显然，三部门的计算很难回答这样的问题。我们需要更细的部门划分，更详细的计算才能够回答这些问

题。这样，我们就从三部门的计算转向六部门的计算。①

图 3 向我们展示了 1978 － 2010 年的农业部门向各个所有制部门劳动力流出情况。从中我们可以发现:

( 1) 农村劳动力主要流向乡镇企业部门、城镇民营经济部门。乡镇企业兴起于 20 世纪 80 年代，在 20 世纪

80 年代和 90 年代，乡镇企业部门是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绝对主力; 进入 21 世纪，伴随着乡镇企业的衰

落，乡镇企业部门的劳动力吸纳能力大不如前。在乡镇企业部门劳动力吸纳能力减弱的 21 世纪，民营经济

兴起开始超过乡镇企业成为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主要部门。( 2) 城镇公有制部门从来都没有成为农业劳

动力转移的主要方向。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公有制部门对农村劳动力来说是封闭的。文献中讨论的以户籍

制度为核心的种种制度障碍，实际上阻碍农业劳动力进入城镇公有制部门。由于中国的产业结构和所有制

部门联系在一起，计划经济时代，城镇公有制部门垄断了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城镇公有制部门对农业劳动

力的封闭，实际上限制了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本身的发展。( 3) 城镇现代企业部门对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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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由于篇幅所限，文章省去了六部门计算的详细结果。有兴趣的读者请向作者索取。



纳非常有限，我们在后面可以看到: 城镇现代企业部门主要从城镇公有制部门而不是农业部门吸纳劳动力。
( 4) 城镇对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吸纳，实际上是城市的民营经济对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

流向城市，很难在城镇公有制部门就业，大多在私营、个体或各种非正式部门寻找出路。这与经典劳动力流

动理论的预见是一致的。

说明: a11对应左坐标轴，其他系数对应右坐标轴。
数据来源:同表 3。

图 3 农业部门的劳动力流出( 部门划分:六部门)

( 二) 城镇所有制结构的调整

在城镇所有制结构的调整中，劳动力从城镇公有制部门流向城镇非公有制部门是主要的流动方向。但

是我们想知道，城镇公有制部门的劳动力具体流向了哪些部门? 城镇内部的劳动力流动又反映了城镇所有

制结构什么样的变化?

根据六部门详细的计算结果，我们详细列出了吸纳城镇公有制部门流出劳动力的部门( 见图 4) 。从中

我们发现: ( 1) 城镇公有制部门的劳动力主要流动去向是城镇民营经济部门，公有制部门的大量冗员为民营

经济的兴起提供了充足的劳动力，这一点也可以从前面的相关系数判定看出来。民营经济的迅速发展不仅

吸纳了大量的公有制部门冗员，而且也打破了公有制部门的垄断，公有制部门的劳动力可以在不变换自己产

业的情况下转换自己的所有制部门。( 2) 在 20 世纪 90 年代前期和 90 年代末期，公有制部门劳动力的流出

出现了高峰。这两个高峰的出现都是大规模国有企业改革的结果。当时，大量的城镇公有制劳动力离开了

公有制部门，形成劳动力大规模的下岗。( 3) 城镇现代企业部门是实现国有经济战略性调整和改组，建立比

较完善的现代企业制度的有效载体，因此，自 20 世纪 90 年代末期以来也吸纳了大量城镇公有制部门的冗

员。( 4) 城镇民营经济的诞生和发展意味着城镇所有制结构的调整。虽然民营经济起步于 20 世纪 80 年

代，但是城镇民营经济的兴起则是 90 年代初国有企业大规模改革之后的事情，特别是在 20 世纪 90 年代末

期国有企业改革三年攻坚阶段的表现尤为突出。进入 21 世纪后，随着城镇公有制部门释放冗员的过程逐步

结束，民营经济的发展所需大量的劳动力主要来自农业部门。

说明: a33对应左坐标轴，a34和 a36对应右坐标轴。
数据来源:同表 3。

图 4 城镇公有制部门的劳动力流出( 部门划分:六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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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结论

所有制结构的变化( 主要是指经济结构中的各所有制部门地位的转变) 在某种程度上深刻影响着劳动

力资源在各部门间的配置; 对劳动力在不同所有制部门间的流动系数严谨科学地计算，是我们评估劳动力流

动背后所有制结构变迁因素的第一步。基于 2010 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修正后的城乡各种所有制企业就

业数据，本文测算了改革开放以来所有制部门间劳动力流动系数。我们的计算表明:

1． 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剩余劳动力大规模流向城市。但是，城镇公有制部门对农村劳动力都是封闭的，

城镇民营经济部门是农村劳动力最主要的吸纳部门。
2． 乡镇企业在 20 世纪 80 年代的兴起，吸纳了大量的农村劳动力; 伴随着乡镇企业的衰落，其吸纳劳动

力的能力在 90 年代中期开始下降，进入 21 世纪 10 年代后半期才缓慢开始上升。
3． 城镇现代企业部门对农村劳动力的吸纳非常有限，这一部门主要吸纳了城镇公有制部门释放的劳动

力，成为城镇公有制部门冗员的主要流向部门。
4． 城镇公有制部门在 20 世纪 80 年代末期和 90 年代后半期释放了大量的劳动力; 但是进入 21 世纪，公

有制部门改革减缓，劳动力释放越来越少; 这一变化与中国的国有企业改革进程紧密联系。
5． 从计算结果来看，外来投资部门对劳动力的吸纳一直非常有限;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虽然积极参与国

际分工，但是对外经济活动的背后是国内非公有制企业的兴起，并不是依靠外来企业完成的。
劳动力流动反映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所有制结构的变迁，以及在这一过程中各种所有制部门吸纳就业

的能力和发展趋势。所有制结构的变化在某种程度上深刻影响着劳动力资源在各部门间的配置，而劳动力

在不同所有制部门间的流动与中国所有制改革进程紧密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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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hina has begun to reform and open with the emergence of the non － public sectors． However，the non － public sectors need
a lot of labor in the process of development． To some extent，the evolution of ownership structure determines the direction and scale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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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aper develops an agency model which introduces the factor of forced dividend payout of state － owned enterprises． W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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